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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拓展Ｇｒｏｓｓｍａｎ与Ｋｒｕｅｇｅｒ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细致阐释了外商投资影响环境效率的机
制，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槛技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角度实证考察ＦＤＩ影响环境效率的机
理和效果，结果表明：（１）ＦＤＩ数量通过产业结构途径阻碍了环境效率的提高，但ＦＤＩ数量与ＦＤＩ质
量均能通过环境技术渠道改善环境绩效；（２）ＦＤＩ数量因其给环境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引致本地
环境监管的强化，而ＦＤＩ质量作为各地政府竞相争夺的“潜在”资源，倾向于弱化本地的环境监管；
（３）外资质量与外资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作用均表现为基于环境监管强度的双重门槛特征。当环境监
管强度较低与较高时，ＦＤＩ数量与质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或不显著；当环境监管强度处
于合理水平时，ＦＤＩ数量对环境效率的负面效应减弱，ＦＤＩ质量对环境效率有正面的影响。因此，政
府在制定合理的环境监管、提高外资企业环境准入门槛、鼓励环保型外资企业进入等方面的协同努
力，对促进ＦＤＩ正向的环境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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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近年来频

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其影响范围甚广，覆盖了中国近一半的国土，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与健康构成了严
重的威胁，也可能影响到中国“十三五”期间甚至更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压
力下，作为经济增长关键动力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的环境效应备受关注与争议，尤其是近年来“康
菲漏油事件”等海外知名企业危害国内环境安全的事件屡见不鲜，更是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因
此，如何依据具体国情制定合理的环境监管政策，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升ＦＤＩ质量、促进ＦＤＩ对
环境的积极效应，就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目前，大多数文献聚焦于各国引资竞争下ＦＤＩ“数量”对东道国污染排放总量的影响，其引申的
政策含义较为模糊，尤其是在国内经济步入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下，寄望于通过限制外资进入来减少
污染物排放，将进一步放缓经济的增长。而进一步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即环境效率），则被视
为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由此自然有这样的疑问，ＦＤ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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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量”究竟对中国环境效率有着怎样的影响？该影响依赖于哪些主要的传导途径？作为解决环
境问题“市场失灵”的手段，政府环境监管在ＦＤＩ环境效应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深入分析上述问题，对于完整评判对外开放的环境效应，合理
制定相互协同的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与环保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有关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阐述
ＦＤＩ影响环境效率的内在机制；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设定、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第五部分是实
证结果及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文献评述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研究日趋丰富，产生了两大对立的假说：“污染避难所”与

“污染光环”假说。早期相关文献聚焦于“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最早由Ｗ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ｇｅｌｏｗ［１］提
出，并经Ｃｈｉｃｈｉｌｎｉｓｋｙ［２］等论证成为相对完善的理论。在该假说看来，由于严苛的环境标准提高了污
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向污染治理成本较低的东道国转移污染产业
与低端生产环节，或在东道国选择以较低的环境控制技术进行生产，以实现治污费用的节约，从而对
当地环境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假说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验证［３ ５］。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密
切相关的是“逐底竞赛”假说，即发展中国家政府会竞相降低环保标准或放松环境监管以吸引更多的
ＦＤＩ［６］，从而诱发国际环境条件的两极分化。Ｒｐｋｅ［７］甚至指出，这种“逐底竞争”的引资策略会使一
些国家环保标准面临崩溃。如果上述假说成立，则外资进入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的不仅是污染密集
产业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将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污染光环”论认为，从外资企业自身角度
看，发达国家较高的环保标准有利于倒逼企业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升级，企业可通过产
品结构调整与研究开发等途径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不一定需要通过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方式来
降低污染治理成本。Ｎｉｄｕｍｏｌｕ ｅｔ ａｌ． ［８］认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能够在环境监管的激励效
应下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与增加收益，从长期看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绩效的“双赢”。鉴于
环保投资的“沉没成本效应”，外资企业通常采用全球统一的环保标准，其会给东道国带来较本土企
业更先进的环保技术与管理经验，并通过ＦＤＩ的“示范效应”与东道国的“学习效应”提升本土企业
环境绩效，进而促进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一假说也不乏经验证据［９ １０］。理论预期与经验结果
间的互相冲突，意味着ＦＤＩ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更复杂和多维的传导机制。以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１］提出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模型为基石，一些文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维度综合考察
ＦＤＩ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机制［１２ １４］。

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文献中，多数研究发现，ＦＤＩ进入不仅扩大了东道国经济规模，也会促
使产业结构朝高能耗、高污染的方向演变，由此ＦＤＩ对东道国环境存在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
如景维民等［１５］认为东道国宽松的环境监管会诱导外资企业根据这种比较优势调整生产结构，从而
通过产品结构效应对当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然而，ＦＤＩ对东道国环境的技术效应则颇具争议：一
方面，东道国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资技术溢出效应［１６］，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外资带
来的研发替代效应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因素，则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技术的影响变得不再显
著，甚至存在负的挤出效应［１７］。

鉴于技术效应在ＦＤＩ环境效应中的关键作用，一些学者近期开始专门探究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
产生机制与效果。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ｅｔ ａｌ． ［１８］、陈媛媛等［１９］、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基于示范与学习、产业关联等机制，
认为ＦＤＩ技术溢出对东道国环境技术有积极的作用。然而，一些学者指出，外资迅速增加引致的过
度竞争可能会挤压内资企业的利润，限制了其投资环保设备和清洁技术的意愿与能力，从而抑制环
境绩效的提升［２１］。此外，还有一种更折中的观点认为，ＦＤＩ技术溢出对环境的影响在实证文献中不
尽相同，这与ＦＤＩ技术效应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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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响有关［２２］。新近文献结合近年发展起来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ＦＤＩ企业异质性行为带
来的环境效应，如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３］、Ｔａｎｇ［５］、Ｇａｏ［２４］等从ＦＤＩ污染密集度、ＦＤＩ不同动机、异质性人
力资本等角度，探究了环境监管政策对ＦＤＩ流入的差异化效应，但这些视角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
ＦＤＩ企业在面对环境监管时的差异化行为机制，从而难以准确评估外资企业异质性行为对东道国环
境福利的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为：（１）在对地区环境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分解的基础上，从
ＦＤＩ数量与质量两个角度考察外资影响地区环境效率的机制和效果，丰富了研究视角，是对既有文
献的有益补充。（２）现有研究较少从ＦＤＩ流入的数量与质量的视角对环境监管进行内生化处理，从
而难以为ＦＤＩ环境效应的形成机制提供更全面深刻的解释。因而，本文探讨了ＦＤＩ流入对环境监管
的影响，并构建联立方程组验证ＦＤＩ数量与质量影响环境效率的机制，避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
割裂。（３）考虑到中国作为后发不均质大国的现实国情，外资环境效应的方向与大小可能有赖于各
地差异化的环境监管强度，本文以环境监管强度为门槛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技术检验环境监管强度
在外资规模与质量影响环境效率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为中国合理制定环境监管政策，促进外资
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三、理论分析框架
（一）环境效率界定及因素分解
关于环境效率的度量指标，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效率是资本、劳动、能源等生产要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而有“全要素”特征，但污染物排放强度不仅直观反映了污染物排放与ＧＤＰ之间的投入产出
关系，也是各国制定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衡量环境效率，并从产业结构绿色
升级与环境技术进步两个角度进行因素分解，找到影响环境效率的直接因素，这构成了理论分析的
逻辑起点。
１． 工业环境效率
中国现处于以重化工业迅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环境污染主要源于工业，工业是

提升整体环境效率的关键领域，同时，也是ＦＤＩ主要进入的领域，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工业污染物排
放。记Ｙｉ，ｔ ＝∑

ｍ

ｊ ＝ １
Ｙ ｊｉ，ｔ为第ｉ个地区第ｔ期的工业增加值，Ｙ ｊｉ，ｔ是该地区行业ｊ的工业增加值，记该地区第

ｔ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为ＴＰｉ，ｔ，将环境效率界定为：ＥＰｉ，ｔ ＝ ＴＰｉ，ｔ ／ Ｙｉ，ｔ，其值越低，表示单位工业增
加值的污染物排放越少，工业环境效率越高。记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工业增加值为ＴＰｔ、Ｙｔ。
２． 与环保相关的产业结构指标
记Ｓ ｊｉ，ｔ ＝ Ｙ ｊｉ，ｔ ／ Ｙｉ，ｔ为行业ｊ占地区ｉ工业增加值的份额，衡量统计意义的工业内行业结构。鉴于各

工业行业在要素使用、环境技术、环境监管等方面存在差异，各行业环境效率参差不齐，将行业ｊ环境
效率在基期的（ｔ ＝ ０）全国平均水平ＥＰ ｊ０ ＝ ＴＰ ｊ０ ／ Ｙ ｊ０作为基准权重，对地区ｉ所有行业增加值的份额进
行加权加总，在环境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一个更能全面反映地区环保进程的产业结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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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ｊ ＝ １
（Ｓ ｊｉ，ｔ × ＥＰ ｊ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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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ｊ ＝ １
（ＴＰ ｊ０ × Ｙ ｊｉ，ｔ ／ Ｙ ｊ０）

（１）

Ｓｔｒｉ，ｔ值越高，表示高污染密集型行业在地区工业部门的占比越低，产业结构越倾向于节能环保
的转型升级，反之亦然。
３． 环境技术指标
从环境技术动态演进的视角看，可将行业ｊ环境效率在基期的全国平均水平ＥＰ ｊ０看作一种基准

技术，ＥＰ ｊ０与Ｙ ｊｉ，ｔ的乘积ＴＰ—ｊ
ｉ，ｔ表示地区ｉ行业ｊ在采用该基准技术时的理论污染物排放总量，因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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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ｉ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理论水平为各行业理论污染物排放量的加总，即ＴＰ—ｉ，ｔ ＝ ∑
Ｊ

ｊ ＝ １
ＴＰ
—ｊ
ｉ，ｔ。将地区环境

技术指标界定为理论排污量和实际排污量之比：

Ｔｅｃｉ，ｔ ＝
ＴＰ
—
ｉ，ｔ

ＴＰｉ，ｔ
＝
∑
Ｊ

ｊ ＝ １
（ＴＰ ｊ０ × Ｙ ｊｉ，ｔ ／ Ｙ ｊ０）
ＴＰｉ，ｔ

（２）
Ｔｅｃｉ，ｔ大于１，表示地区ｉ实际污染物排放量低于基准技术条件下的理论排放量，故其现实的环境

技术比参考环境技术更先进。Ｔｅｃｉ，ｔ反映了地区ｉ第ｔ期环境技术相对基年环境技术的变化状况，这种
技术变化可归结为两个层面的推动力：一是由科技政策、节能减排政策、能源价格等外生性较强的因
素导致的全国总体环境技术的变迁；二是由环境监管强度、环保研发投资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所引发
的地区间环境技术相对差异的变动，因此对Ｔｅｃｉ，ｔ进一步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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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Ｔｉ，ｔ × ＷＴｉ，ｔ （３）

其中，ＲＴｉ，ｔ刻画了地区ｉ第ｔ期现实的环境技术相对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领先程度，其值越大于
１，表示其环境技术领先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程度越高。ＷＴｉ，ｔ表示在地区各行业产值保持不变条件
下，因技术基准的更替而导致的污染排放总量的变化，其值大于１，说明以基期技术基准所计算的理
论排污量，要高于以报告期技术基准所计算的理论排污量，意味着环境技术全国总体水平得到改善。
４． 环境效率影响因素分解
由式（１）、（２）与（３）有：

ＥＰｉ，ｔ ＝
ＴＰｉ，ｔ
Ｙｉ，ｔ

＝ １
Ｓｔｒｉ，ｔ × Ｔｅｃｉ，ｔ

＝ １
Ｓｔｒｉ，ｔ × ＲＴｉ，ｔ × ＷＴｉ，ｔ

（４）
式（４）表明，地区环境效率的提高直接源于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产业结构从污染密集型朝着环

境友好型的方向调整升级；二是环境技术的进步使得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促进单位投入产出
的提高，其可进一步分解为地区环境技术的相对进步（ＲＴ）与全国总体环境技术进步（ＷＴ）。

（二）ＦＤＩ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在影响地区环境绩效的诸多因素中，外商投资无疑是备受关注与争议的重要方面。理论上，ＦＤＩ

可从多种渠道影响地区环境绩效。在对环境效率进行分解，以及梳理与归纳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
政府环境监管这一影响渠道引入Ｇｒｏｓｓｍａｎ与Ｋｒｕｅｇｅｒ的经典分析框架，可以归纳ＦＤＩ对环境效率可
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由式（４）可知，地区环境效率的提升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与环境技术进步，
故ＦＤＩ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技术进步，进而对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外资基于产业结
构调整影响环境效率的机制可归纳为：从需求角度看，若外资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则其基于后向关联
效应增加对上游内资企业满足环保标准的中间投入品的采购，带动环保行业发展，减少当地对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的依赖。同时，由于具备较高的生产技术及推行国际环保标准，外资企业通常会采购
环保节能的原材料，其产品更具绿色环保特征，这会通过环保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带动东道国消费
者增加对绿色消费品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ＦＤＩ不仅可能直接构建绿色循环产业链，还基于包括
外包在内的多种合作方式促进内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及生产方式调整，推动东道国资源
的重新配置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然而，鉴于ＦＤＩ主要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较少进
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特征事实，ＦＤＩ可能通过“比较优势陷阱”、“产业配套陷阱”及“国际外包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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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制，对东道国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力提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２５］，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
施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在ＧＤＰ、就业等指标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导致
其竞相降低外资的环境准入门槛，盲目追求ＦＤＩ规模而不是ＦＤＩ的“绿色”程度。因此，外商投资基
于产业结构渠道对环境效率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其次，外资基于环境技术途径影响环境绩效的机制可概括为：由于外资企业可能会执行更为严
格的环保标准，ＦＤＩ不仅会引进母国先进的节能治污技术与设备，还通过示范、竞争、人力资本流动、
前后向产业关联、内资企业治污技术学习效应等机制，间接提升东道国环保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当地
环境效率的改善。许多经验文献也支持了ＦＤＩ基于环保技术渠道对环境质量的促进作用。然而，跨
国公司为保持技术垄断地位与超额利润，不会通过ＦＤＩ向东道国转移最先进的技术，且由于技术依
赖陷阱、技术差距、技术吸收和利用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下大规模引进的
ＦＤＩ对中国企业环境技术的影响可能表现为不确定性［２６］。此外，ＦＤＩ引致的技术引进可能会对内资
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替代效应，从长期看东道国不仅可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也将丧失经济发展的正
常链条与产业生态，最终不利于环境绩效的改善。因此，外资对环境技术也存在正反两面的效应。

最后，外商投资还可通过与当地环境监管政策的相互作用对环境绩效构成间接影响。理论上，
制定实施有效的环境监管政策不仅能提高污染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倒逼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
也会激励企业为遵从环境监管的要求而加强环保技术研发［２７］，由此环境监管能通过产业结构与环
境技术对地区环境绩效产生间接影响。进一步地，作为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决策行为之一，环境监
管强度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作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目标，外资会对环境监管强
度造成一定影响［３］，理由是，一方面跨国公司为规避环境规制，存在较强动机通过游说、寻租等方式
诱导当地政府实施更宽松的环境监管政策；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ＦＤＩ也可能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环
境监管强度，因为ＦＤＩ企业为符合进口国严格的环保标准，有内在动力促进东道国提高环境标准。
进一步地，环境监管强度是发挥ＦＤＩ环境效应的先决因素。实际上，ＦＤＩ对东道国环境绩效的影响
无论是遵从“污染光环”论，还是“污染天堂”论，关键在于ＦＤＩ的流入是否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竞相
降低环境标准所换来的结果。一般来说，政府环境监管的放松不仅会降低ＦＤＩ的环境准入门槛，还
可能削弱外资企业在环境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不利于其加强绿色技术研发，从而抑制外资企业环保
技术的溢出效应。因此，若外资流入是以弱化环境监管为代价所换来的结果，则很难期望这类ＦＤＩ
能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可以从产业结构、环境技术、环境监管等渠道，探究ＦＤＩ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机制。鉴于理
论上外商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各种影响机制均存在方向相反的效应，且ＦＤＩ基于环境监管渠道对环境
绩效产生的净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因此，为客观准确地评估ＦＤＩ对环境效率的作用，应在理
论分析基础上从外资的“质”与“量”两个角度进行实证考察。

四、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计
鉴于ＦＤＩ可通过诸多渠道影响地区环境效率，且变量之间存在互动机制，单方程回归分析不仅

难以全面刻画变量间的互动机制，也不易解决由双向因果关系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解决双向因果
内生性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在构建工具变量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
向作用，然而，工具变量法难以准确判断其中的影响方向与强度。本文借鉴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８］的思路，建
立以下联立方程组，在控制ＦＤＩ与环境效率双向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ＦＤＩ数量与质量影响环境效
率的机制进行全面的经验识别：

ｌｎＥＰｉｔ ＝ － ｌｎＳｔｒｉｔ － ｌｎＲＴｉｔ － ｌｎＷＴ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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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Ｓｔｒ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 α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２ ＋ α３ ｌｎＫｌｉｔ ＋ α４ ｌｎＳｕｐｉｔ
＋ α５ ｌｎＦＤＩＳｉｔ ＋ α６ ｌｎＦＤＩＱｉｔ ＋ εｉｔ

（６）

ｌｎＲ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Ｒｄｉｔ ＋ β２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 β３ ｌｎＴＰｉｔ－１ ＋ β４ ｌｎＳｕｐｉｔ
＋ β５ ｌｎＦＤＩＳｉｔ ＋ β６ ｌｎＦＤＩＱｉｔ ＋ μｉｔ

（７）

ｌｎＳｕｐ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ＴＰｉｔ－１ ＋ γ２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 γ３（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２ ＋ γ４ ｌｎＳｔｒｉｔ
＋ γ５ ｌｎＦＤＩＳｉｔ ＋ γ６ ｌｎＦＤＩＱｉｔ ＋ ηｉｔ

（８）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 λ０ ＋ λ１ ｌｎＫｌｉｔ ＋ λ２ ｌｎＥＰｉ，ｔ ＋ λ３ ｌｎＦＤＩＳｉｔ ＋ λ４ ｌｎＦＤＩＱｉｔ ＋ υ４ （９）
其中，式（５）是由式（４）得出的地区环境效率的分解恒等式。
式（６）为产业结构回归模型，用以考察外资规模（ＦＤＩＳ）、外资质量（ＦＤＩＱ）基于产业结构渠道

对当地环境效率产生的作用。借鉴相关文献，控制变量包含：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意味着与环保相关的产业比重随经济增长先下降后上升，故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要
素禀赋结构（Ｋｌ）；环境监管强度（Ｓｕｐ）。式（７）是环境技术回归模型，旨在检验外资规模与外资质量
通过环境技术渠道对地区环境效率产生的效应。将地区相对环境技术（ＲＴ）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
量包括研发强度（Ｒｄ）、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滞后一期工业污染程度（ＴＰ）、环境监管强度（Ｓｕｐ）。
式（８）是环境监管强度决定因素方程，旨在检验外资规模与外资质量基于环境监管渠道对地区环境
效率产生的间接影响，控制变量包括：滞后一期工业污染程度（ＴＰ）、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产业结
构（Ｓｔｒ）。式（９）为经济发展决定因素模型，用于检验外资规模和外资质量通过经济发展机制对地区
环境效率的改善作用。根据经典增长理论，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人均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此外，较低的环境绩效会给经济效率带来损失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反馈效应。因此，
将环境效率（ＥＰ）引入到模型中。

（二）指标度量与数据来源
１． 环境效率（ＥＰ）　 我们将环境效率界定为ＥＰ ＝ ＴＰ ／ Ｙ，其中，ＴＰ为省区工业综合污染指数，Ｙ

为省区实际工业增加值。ＥＰ取值越低，代表地区工业环境绩效越高。以往研究通常以工业“三废”中
的单项或若干种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评价指标，本文借鉴屈小娥［２９］的思路，运用ＴＯＰＳＩＳ综合评
价法，基于工业部门的废水、固体废弃物、烟尘、粉尘、ＳＯ２及废气等六类污染物指标，构建地区工业环
境污染综合指数，具体评价方法可详见屈小娥［２９］的研究。
２． 产业结构（Ｓｔｒ）　 为契合前面的理论分析，以式（１）代表的工业行业结构度量与环保相关的

产业结构。选取分地区工业增加值、分地区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全国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及其环境效率
反映与环保程度相关的工业行业结构①，相关数据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与《中国
环境年鉴》。
３． 地区相对环境技术（ＲＴ）　 借鉴Ｏｈ ｅｔ ａｌ． ［３０］的做法，采用全局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

率指数度量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与效率变化指数，本文将前者视为反映
环境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原因是，该方法不仅通过检测样本期内的生产技术构建一个全局生产前
沿面，避免了“技术倒退”问题，还直接体现了考虑能源与污染排放约束下地区间环境技术进步的差
异特征。在测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涉及以下投入产出变量：期望产出，用各省实际ＧＤＰ表示；
非期望产出，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表示；资本存量（Ｋ），借鉴张军等［３１］，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实际资
本存量；劳动力（Ｌ），以各省就业人数来衡量。具体构造方法可参考Ｏｈ ｅｔ ａｌ． ［３０］的研究。
４．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Ｓ ／ ＦＤＩＱ）　 鉴于存量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各时期外资规模对产业结构、环

境技术、环境监管及经济增长的长期累积影响，式（６）至（９）的外资规模用存量指标来表示。本文借
鉴Ｙａｏ ｅｔ ａｌ． ［３２］的做法，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外资存量进行估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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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Ｓｉｔ ＝ ＦＤＩＳｉｔ－１（１ － δｉｔ）＋ ＦＤＩｉｔ （１０）
其中，ＦＤＩＳｉｔ表示ｉ省ｔ年的外资存量规模；ＦＤＩｉｔ表示ｉ省ｔ年实际利用外资额；δｉｔ表示ｉ省ｔ年外

资存量的折旧率，取值为９． ６％。
测度ＦＤＩ质量是本文的一个核心环节。由于外商投资在来源地、动机选择、进入方式等方面存

在差异，即便对于同样的ＦＤＩ，在不同地区或发展阶段也可能给予不同的评价。因此，对外资质量的
评价比较复杂且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本文借鉴邹建华等［３３］的做法，从以下两方面刻画外资质量：

（１）外资资产贡献率（ＦＣ）　 外资资产贡献率越高，反映了外企有较多的留存利润，意味着其除
了能进行资本积累外，还有能力进行研发创新。以外资工业企业资产贡献率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产贡献率的比值来度量。

（２）外资技术溢出潜力（ＦＳ）　 本文收集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累计实际对华外商直接投资额前十位的
国家或地区的数据，估计不同来源地ＦＤＩ在东道国溢出的研发存量，并以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
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为权重，衡量各省外资技术溢出潜力，计算公式为：

ＦＳｉｔ ＝ ∑
１０

ｊ ＝ １

ＦＤＩｊｔ
ＧＤＰｊｔ

× Ｓｄｊ( )ｔ × Ｗｉｔ （１１）
其中，ＦＤＩｊｔ、ＧＤＰｊｔ表示ｔ年从ｊ国流入中国的ＦＤＩ和ＧＤＰ，Ｓｄｊｔ为研发溢出国ｊ的国内研发存量。Ｗｉｔ

为省区ｉ实际利用ＦＤＩ额占全国的比重。数据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ＥＣ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及《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对这两个指
标进行加权，得出能客观反映ＦＤＩ质量属性的度量指标。
５． 环境监管强度（Ｓｕｐ）　 在以往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文献中，以下两类指标被广泛用于测度环

境监管效果：一是以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衡量环境监管效果的代理变量；二是与环境污染治理相关
的研发支出或环境保护投入。这些指标不仅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也难以客观度量环境监管的真
实效果。借鉴张宇等［１４］的思路，以单位ＧＤＰ的环境污染立案数（Ｃａｓｅ）来刻画环境监管强度。该指
标的缺点在于，Ｃａｓｅ的增加既可归因于环境监管的强化，也与地区环境技术水平低有关，因此以地区
相对技术进步ＲＴ修正该指标，将环境监管强度界定为：

Ｓｕｐｉｔ ＝ Ｃａｓｅｉｔ ／ ＲＴｉｔ （１２）
该指标构建的理由为，对于追求相同的环境质量的两个地区而言，环境技术相对落后区域的污

染违法概率较大，其可能受到更严格的环境管制。
其它控制变量：（１）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　 用经ＧＤＰ平减指数调整后的地区人均实际ＧＤＰ来

测度；（２）人均资本（Ｋｌ）　 用物质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之比来度量；（３）研发强度（Ｒｄ）　 用地区研发
经费内部支出占ＧＤＰ比重来度量。

本文样本数据由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２８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组成。除特别说明外，上述解释变
量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年鉴》。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鉴于方程（５）为分解恒等式，仅需采用系统估计法对方程（６）至（９）构成的联立方程进行估计。

方程（６）至（９）的秩条件和阶条件表明，全部方程均是过度识别。考虑到面板数据异质性、变量的内
生性及方程之间随机干扰项的相关性，本文利用包含方程间误差成分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ＥＣ３ＳＬＳ）估计联立方程，以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此外，鉴于地区相对环境技术（ＲＴ）
用ＤＥＡ方法来测度，其取值介于０和１之间，式（７）的因变量有截尾特征。因此，本文借鉴林伯强
等［３４］的做法，将式（５）至（９）视为联立方程Ｔｏｂｉｔ模型，采用条件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以得出更
加有效和一致的估计结果，结果见表１。ＥＣ３ＳＬＳ与条件最大似然估计法的估计结果表明，核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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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符号基本一致，仅在强度和显著性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表明回归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因
此，以包含方程间误差成分的３ＳＬＳ的估计结果为主要说明对象。

表１　 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
包含方程间误差成分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条件最大似然估计法

ｌｎＳｔｒ
方程（６）

ｌｎＲＴ
方程（７）

ｌｎＳｕｐ
方程（８）

ｌｎＰＧＤＰ
方程（９）

ｌｎＳｔｒ
方程（６）

ｌｎＲＴ
方程（７）

ｌｎＳｕｐ
方程（８）

ｌｎＰＧＤＰ
方程（９）

ｌｎＦＤＩＳ － ０． ０７６
（－ １． ８３）

０． １５２
（１． ７４）

０． １３６
（３． ０１）

０． ２２７
（４． ７１）

－ ０． ０５１
（－ ２． ２７）

０． １６４
（２． ２７）

０． １１４
（２． １９）

０． ２８１
（５． ０３）

ｌｎＦＤＩＱ － ０． ００８
（－ ０． ２５）

０． ０４７
（２． １３）

－ ０． ２６４
（－ ２． ０９）

０． １０５
（３． １３）

０． ０２１
（１． ３５）

０． ０３５
（３． １６）

－ ０． ２１７
（－ １． ７８）

０． ０８４
（２． ２５）

ｌｎＰＧＤＰ － ０． ４１１
（－ ６． ７６）

０． ３７０
（３． ９２）

－ ０． ３７１
（－ ５． ５８） — － ０． ３１４

（－ ２． ５９）
０． ４５２
（３． １３）

－ ０． ５２１
（－ ４． ２９） —

（ｌｎＰＧＤＰ）２ ０． １４７
（２． ０１） — ０． １０９

（１． ４５） — ０． １３１
（２． １６） — ０． ０８５

（１． １７） —

ｌｎＲｄ — ０． ０１６
（１． ５６） — — — ０． ０２０

（１． ４３） — —

ｌｎＫｌ － ０． ０３３
（－ ２． ２４） — — ０． ５５８

（２５． ８９）
－ ０． ０１４
（－ １． ７７） — — ０． ５２６

（２２． ０８）
ｌｎＳｕｐ ０． ０２１

（０． ２５）
０． １５１
（３． ０６） — — ０． ０１７

（０． ３９）
０． １３２
（３． ４０） — —

ｌｎＥＰ — — — ０． １１４
（２． ３４） — — — ０． ０６２

（１． ８１）
Ｌ． ｌｎＴＰ — － ０． ０３１

（－ ２． ２８）
０． ２４１
（４． ３７） — — － ０． １０７

（－ ３． ３２）
０． １７５
（２． ２９） —

ｌｎＳｔｒ — — － ０． １６２
（－ １． ３４） — — — ０． １３７

（１． ２６） —

常数项 ０． ４５３
（３． ６４）

－ ０． １５２
（－ ０． ９７）

０． １７８
（１． ６２）

０． ８５３
（２． ０９）

０． ４９５
（３． ３７）

－ ０． １４６
（－ １． ８７）

－ ０． ３４２
（－ １． ５４）

０． ９０２
（２． ９４）

　 　 注：在ＥＣ３ＳＬＳ估计中，ｌｎＳｔｒ、ｌｎＲＴ、ｌｎＳｕｐ、ｌｎＰＧＤＰ视为内生变量，其余变量视为外生变量；Ｌ． ｌｎＴＰ为工业污染程
度的一阶滞后变量；、、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数为ｔ值。

从方程（６）的估计结果看，ＦＤＩ规模并没有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向环境友好型的方向演变，而ＦＤＩ
质量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为：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早期，中国存在
降低环保标准吸引外资的动机，对ＦＤＩ采取相对宽松的市场准入政策，发达国家借由中国在资源、环
境上的比较优势向其转移了较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直接造成当地工业偏向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
且源自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效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产业结构的高污染属
性；另一方面，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诉求逐步提高，且最近几年中国逐渐改变
引资策略，开始对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进行限制与禁止，但由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内
资企业消化吸收能力较弱、环境监管较为宽松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资质量没有明显促进当地产业
结构的“绿色”升级。

从方程（７）的估计结果看，外资数量和外资质量对环境技术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原因为：一
方面，外资规模越大，不但越有利于外资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有利于其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且意味着外企拥有的员工数量越多，容易通过人力资本流动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另一方面，不同于外
资企业对行业内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由于污染防治技术研发的“沉没成本”属性与环境问题的公共
属性，外资企业往往采用全球统一的环保标准及污染治理技术。因此，提升外资质量不仅有利于引
进母国绿色环境技术与产品，还能够对上下游产业产生清洁技术溢出。

从方程（８）的估计结果看，ＦＤＩ数量、ＦＤＩ质量对地区环境监管强度存在差异化的影响：ＦＤＩ数量
会引致环境监管的强化，而ＦＤＩ质量则倾向于弱化环境监管，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随着引资规模的
扩大，外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沉没成本效应，外资企业一旦进入则不会仅仅由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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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上升而轻易撤离，从动态博弈视角看，政府将通过强化环境监管应对外资存量规模带来的环
境污染；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外资是地方政府竞争的“潜在性”资源，某一地区ＦＤＩ质量的提升可能会
带动邻近地区提高其对外资“质量”的甄别。为实现比其他地区更好的经济发展质量及更快的增长
速度，以至于在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地方政府存在环境“逐底竞争”动机。

从方程（９）的结果可知，ＦＤＩＳ、ＦＤＩＱ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ＦＤＩ数量、ＦＤＩ质量均有利于
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结合方程（６）和（７）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外资进入可以促进东道国经济规
模的扩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不仅能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资金支持，且有利于当地产业结构的
“绿色”调整升级和环境技术水平的提升，继而有利于地区环境效率的改善。

（二）进一步研究：环境监管在ＦＤＩ环境效应中扮演的角色
前文验证了ＦＤＩ规模与质量通过产业结构、环境技术、经济增长及环境监管等渠道，对地区环境

效率产生的影响，但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一，由于ＦＤＩ基于上述影响途径对环境效率产
生的细分效应或正或负，目前尚不确定ＦＤＩ对环境绩效的“净”效应；其二，由于东道国环境监管强度
会对ＦＤＩ流入的数量与质量形成相应的激励，外资进入对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可能部分取决于当地
环境监管强度，既有文献鲜有对这一问题予以经验分析。因此，运用Ｈａｎｓｅｎ［３５］提出的门槛回归模
型，进一步探讨ＦＤＩ“数量”与“质量”对环境效率的作用是否受到东道国环境监管强度的影响。本文
首先设定以下单门槛回归模型：

ｌｎＥＰｉｔ ＝ θ１ ｌｎｆｄｉｉｔ Ｉ（ｔｈｒｉｔ ≤ γ）＋ θ２ ｌｎｆｄｉｉｔ Ｉ（ｔｈｒｉｔ ＞ γ）＋ φＸｉｔ ＋ ｆｉ ＋ υｔ ＋ εｉｔ （１３）
其中，ｉ表示省区，ｔ表示年份，γ为未知的门槛值，ｔｈｒｉｔ表示环境监管强度的门槛变量，用前文界

定的经地区技术进步修正的环境污染立案数来表征环境监管强度，此外，本文还以各行业污染治理
运行费用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来度量环境监管强度，以进行稳健性分析。Ｉ（·）为示性函数。θ１、θ２分别
是当ｔｈｒｉｔ≤ γ与ｔｈｒｉｔ ＞ γ时，外资变量ｆｄｉ的回归系数。因变量为地区环境效率（ＥＰ），Ｘ为控制变量组
成的向量，参考相关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的一次项及平方项、研发强度
（Ｒｄ）、产业结构（Ｓｔｒ）、环保意识（Ｅｄｕ）②。ｆｉ为固定效应，ｖｔ为时间效应。双重和多重门槛回归模型可
在模型（１３）基础上进行扩展。

从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结果看③，无论用环境污染立案数还是以各行业污染治理运行费用占工业
产值的比重来衡量门槛变量，各模型的单门槛效应在５％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双门槛效应在１０％
显著水平下都显著，而三门槛效应均不显著，故基于双门槛模型进行分析。表２中模型１、模型３报
告了以外资数量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④，模型２、模型４报告了以外资质量为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结果。模型１、模型３的结果显示，当环境监管强度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增加外资数量对地区
环境效率的改善产生负面作用，当环境监管强度介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外资数
量对环境效率的负面效应减弱。原因是，在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下，发展中国家对ＦＤＩ“绿色”程度
审查不严，一些资源获取型的外资企业会借助当地在污染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调整在华投资战
略，导致投资偏向高能耗高污染项目［１５］。随着环境监管强度适度加强，为应对当地严格的环境标
准，外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开发与应用绿色技术及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模型２、模型４的结果显示，当环境监管强度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外资质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不显著，当环境监管强度介于第一个门槛值与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提升外资质量有利于环境绩效
的改善，其原因为：一方面，随着地区逐步加大环境监管力度，一些生产效率低的高污染企业因边际
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而越界迁移乃至被淘汰，因此，较强的环境监管对产业群体
是一种强制性“清洗”，有利于发挥优胜劣汰机制，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同时，外资企
业为降低污染物排放必须增加环境治理成本，从而激励其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在长期内促进了地区
环境效率的改善，并弥补政府环境管制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许多跨国公司脱胎于环境监管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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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修正的环境污染立案数 各行业污染治理运行费用占比

ＦＤＩ规模指标
模型１

ＦＤＩ质量指标
模型２

ＦＤＩ规模指标
模型３

ＦＤＩ质量指标
模型４

ｆｄｉ ＿１ ０． ０６５
（３． ７７）

０． ０２８
（１． ３８）

０． ０５２
（１． ８４）

－ ０． ０３４
（－ １． ４３）

ｆｄｉ ＿２ ０． ０４２
（２． ２８）

－ ０． ０２４
（－ ２． １９）

０． ０２７
（２． ７５）

－ ０． ０２０
（－ １． ７１）

ｆｄｉ ＿３ － ０． ０２９
（－ １． ４３）

－ ０． ０１３
（－ １． ０７）

０． ０１９
（０． ５８）

０． ０４０
（０． ８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０９３
（１． ６９）

０． ２９６
（２． １０）

０． ２３７
（２． ２８）

０． ３２９
（３． ８５）

（ｌｎＰＧＤＰ）２ － ０． １０２
（－ １． ９０）

－ ０． １６６
（－ ０． ９５）

－ ０． ２６１
（－ １． ２５）

－ ０． １９３
（－ １． ７６）

ｌｎＲｄ － ０． ０２１
（－ １． ５９）

０． ０１６
（０． ７８）

－ ０． ０１０
（－ １． ４１）

－ ０． ０１３
（－ １． ７４）

ｌｎＳｔｒ － ０． ０９５
（－ ３． ５１）

－ ０． ０９３
（－ ３． ６４）

－ ０． ０８０
（－ ２． ２１）

－ ０． ０８４
（－ ２． ２６）

ｌｎＥｄｕ － ０． ０３２
（－ １． １４）

－ ０． ０３５
（－ １． ３２）

－ ０． ０２９
（－ １． ７７）

－ ０． ０３４
（－ ２． ０３）

常数项 － ０． ３７３
（－ １． ５７）

０． ０４９
（１． ３１）

０． ５０３
（０． ９４）

－ ０． ５７４
（－ ２． ３１）

Ｆ值 ２５２． ３６
［０． ０００］

２８７． ０９
［０． ０００］

１７１． ７４
［０． ０００］

１９０． ５３
［０． ０００］

Ｒ２ ０． ６５ ０． ６７ ０． ５３ ０． ５５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
为考虑异方差设定下的ｔ统计值；方括号内为Ｆ检验的相伴概率；ｆｄｉ ＿１、
ｆｄｉ ＿２、ｆｄｉ ＿３分别表示低于第一个门槛值、介于第一个门槛值与第二个
门槛值之间、高于第二个门槛值条件下，外资变量回归参数的估计值。

的发达国家，更偏向于通过绿色技
术研发来适应严格的环境标准，得
益于当地政府适度环境监管的配
合，外资企业可以在当地获得环境
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因此，适度
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吸引绿色
ＦＤＩ的流入。

表２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当环
境监管强度越过第二个门槛值时，
ＦＤＩ质量与ＦＤＩ数量对地区环境效
率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结合相关
文献给出四方面的解释：首先，中国
当前在清洁品的生产与污染治理技
术上并无比较优势，从短期来看，严
格的环境监管会使得企业环境治理
的边际成本明显增加，超过了其所
能承受的负担，从而挤出技术引进
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并削弱其
生产率与竞争力。其次，盲目提高
环境监管强度，尽管短期内能立即
减少由官方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污
染，但也通过扩大隐性经济规模、逼
使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越界迁移等
方式加剧全国范围内的环境污
染［３６］。再次，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资本丰裕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将专注于生产资本密集型
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也是污染
密集型产业，而资本丰裕的地区又往往具备更强的经济与技术能力弥补严格环境监管带来的短期损
失，并能够从环境质量的长期改善中获益。由此环境监管严格的地区在一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竞争
优势反而更加突出［３７］，进而吸引一些以污染密集型商品出口为导向的ＦＤＩ的进入。最后，环境规制
可能只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加快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种政策措施，加强环境监
管还必须同时跨越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门槛才能真正改善地区环境
绩效［３８］。综上，如果缺乏其他领域配套措施的协同作用，单纯加强环境监管未必有利于充分发挥外
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从环境监管强度内生于外资规模与外资质量的视角出发，在拓展Ｇｒｏｓｓｍａｎ与Ｋｒｕｅｇｅｒ经典框架

的基础上，阐释了外商投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并收集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造
传统联立方程组和包含Ｔｏｂｉｔ模型的联立方程组，检验ＦＤＩ数量与质量对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最后
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探讨环境监管在ＦＤＩ数量与质量影响环境效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以下
结论及启示：

首先，外资进入在地区环境效率变化过程中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一方面，ＦＤＩ规
模通过引起产业结构朝着高污染的方向调整，阻碍了环境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ＦＤＩ规模与ＦＤ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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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能够通过环境技术和经济增长两个影响渠道改善环境效率。因此，首先，在政绩考核体系中应
更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性，构建与“环境友好型”ＦＤＩ相关的横向竞争机制，避免地方政
府一味追求外资“规模”而忽视对ＦＤＩ“绿色”程度的甄别；其次，在大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基础上，
应对外企予以合理的引导与监控，严格控制其向国内转移污染产业，引导与鼓励外资逐步从一般加
工向高附加值制造业、高端研发领域拓展；最后，鼓励具备环境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并加强
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从而尽可能实现ＦＤＩ对产业链利益相关方的技术溢出，降低其负面的产业结
构效应。

其次，从ＦＤＩ流入对环境监管强度的影响看，外资规模与质量对环境监管强度具有差异化的影
响：由于外商投资本身的“沉没成本”属性，已进入某一地区的外资企业一般不会因环境监管的强化
而轻易撤离，由此大量增加的外资规模会因其对环境污染形成的压力而引发当地环境监管的强化，
而高质量的外资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潜在”性资源，倾向于弱化政府的环境监管。上述经验结果
意味着，在缺乏各区域协调配合下，本地单方面强化环境监管会将潜在高污染的外资企业逼入邻近
地区，而本地区单边弱化环境监管，可能会吸引一些高质量的外资企业的进入，这在提升当地ＦＤＩ规
模与质量的同时，将导致邻近地区ＦＤＩ的规模流失与质量恶化。如果进一步考虑ＦＤＩ环境污染效应
的空间溢出，则地方政府“单边”的环境治理努力可能因环境污染的这种“空间泄漏效应”而徒劳无
功。因此，对于环境污染治理这一公共问题，各地政府应打破行政垄断，在全局规划基础上，因地制
宜制定区域污染减排策略，并建立跨区域的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
发展。

最后，适宜的环境监管是发挥外商投资对地区环境绩效积极效应的关键。当环境监管强度较低
与较高时，外资数量、外资质量对地区环境绩效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或不显著，当环境监管强度处于适
度水平时，外资数量对环境绩效的负面作用减弱，外资质量对环境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因此，严格
的环境规制不一定能够取得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地方政府应掌握好环境监管的方式与力度，不能
为盲目追求环保目标而通过命令、控制、措施型的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与技术创新。同时，
应灵活地运用排放权交易、环境技术研发补贴、资源税等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手段，提高外资企业
的环境准入门槛。最后，应为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统一”环境监管标准，激
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与能源节约与污染治理有关的技术研发中心，最终促进外资利用、经济增长
和环境效率提升的协同性。

注释：
①测算工业行业环境效率过程中，基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选取２５个工业行业，涉及的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
总量，采用屈小娥［２９］的方法对污染排放数据进行汇总。

②环境效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强度、产业结构的度量与前文一致，环保意识的度量是难点，假设教育程度与环境意
识正相关，因此用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占６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衡量环保意识。

③门槛估计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估计门槛值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参数；二是检验门槛效应的显著性与门
槛值的真实性。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与门槛值真实性检验并非本文重点，限于篇幅，不在本文中报告。

④因篇幅所限，仅解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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